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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  一审：（2024）川71民初84号

酌定不起诉与公益诉讼的衔接 
——以涉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为例

【裁判要旨】 在刑事部分作酌定不起诉决定的涉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中，酌定不起诉决定不影响对惩

罚性赔偿后果要件的判断。如果酌定不起诉决定书认定行为人具有“故意”，可以认定行为人符合惩罚性赔

偿之“故意”要件。即便刑事部分实行单位犯罪“双罚制”，公益诉讼部分仍应采用职务侵权行为理论，由

单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刑事部分没有认定损害后果的，公益诉讼中委托评估鉴定机构运用虚拟治理成本

法计算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可以作为直接损害，并作为惩罚性赔偿基数。

文/罗  虹  魏再金

【案情】

公益诉讼起诉人：四川省成都市

人民检察院。

被告：甲砖厂。

甲砖厂从事页岩砖生产销售，法

定代表人为杨某。大股东为徐某，负

责甲砖厂日常管理工作。工作人员夏

某，负责污染防治设施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Continuous Emission Mon-

itoring System, 以下简称CEMS）操作

工作。2023年3月，甲砖厂脱硫塔维

修，按规定应停产。为避免停窑熄火

造成损失，甲砖厂偷偷在夜间生产。

其间，徐某指使夏某将CEMS“运行

档”调整为“维护档”，从而避免大

气污染数据上传至生态环境部门的监

测系统。后乙市生态环境局发现该行

为，对甲砖厂作出罚款33.66万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

2023年6月，乙市公安局对该线

索立案侦查。2023年11月，乙市公安

局将该案移送乙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审查，该案造成污染程度较轻，且

甲砖厂和徐某存在初犯、自愿认罪认

罚等情节，故乙市检察院对其作出酌

定不起诉决定。因法定代表人杨某长

期生病，并不参与甲砖厂管理工作，

不了解甲砖厂实际经营情况，故对杨

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因夏某主观

上并不具有污染环境犯罪故意，对夏

某也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因该案涉嫌公益诉讼线索，乙市

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立案后，依

法发布了公告，公告期30日内没有其

他机关或有关组织提起诉讼。乙市检

察院将该案移送成都市检察院审查起

诉。2024年6月，成都市检察院就该

案向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请求：1.判令甲砖厂赔偿

生态环境损害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共

计44151.5元；2.判令甲砖厂支付评估

费用6000元；3.判令甲砖厂在成都市

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审判】

成都铁路运输中院在审理中进行

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

议：一、被告甲砖厂在本民事调解

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成都市检察院

指定账户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44151.5元。二、被告甲砖厂在本民事

调解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成都市检

察院指定账户支付评估费用6000元。

三、被告甲砖厂在本民事调解书生效

之日起30日内在成都市市级媒体上公

开赔礼道歉，其所刊登内容需经成都

市检察院、成都铁路运输中院共同审

DOI:10.19684/j.cnki.1002-4603.2026.10.019



10.2026040

案例

案例参考

定；若被告甲砖厂拒不履行，法院或

检察院可以采取在成都市市级媒体上

发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

的费用由被告甲砖厂负担。四、案

件受理费1053.8元，减半收取计526.9

元，由被告甲砖厂负担。

成都铁路运输中院于2025年1月

10日至2025年2月9日在人民法院公告

网上对调解协议进行公告。公告期满

未收到异议。成都铁路运输中院经审

查，原、被告在本案中达成的调解协

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未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经公告社会公众亦未提出异

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该案目前已经执行完毕。

【评析】

本案在办理过程中，由于基本事

实涉及刑事评价，基于对刑事部分的

考虑，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在后果

要件、主观要件、责任主体、基数确

定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笔者在下文

作逐一分析。

一、后果要件：适用惩罚性赔偿

是否以刑事案件起诉为前提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

条，生态环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

需 要 满 足 “ 违 反 法 律 规 定 ” “ 故

意”“造成严重后果”三个要件，其

中，最为直观的要件是后果要件，即

“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

造成严重后果”。本案是否符合“造

成严重后果”的要件，在案件办理过

程中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判断具有从

属性。虽然本案不是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但线索来源于刑事案件。而

刑事部分认定相关主体涉嫌污染环境

犯罪，但“情节轻微”，作酌定不起

诉处理。既然刑事部分都认定本案属

于“情节轻微”，公益诉讼部分自然

不宜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另一种观

点认为，刑事诉讼和公益诉讼是两种

不同的诉讼，公益诉讼中对“造成严

重后果”的判断具有独立性，不必然

从属于刑事后果要件的判断。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首先，二

者的法律依据不同。在刑事部分，认

定是否构成污染环境犯罪是依据刑法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解释》）等规定。而

认定是否符合适用惩罚性赔偿条件

是依据民法典、最高法院《关于审

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

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生态

环境惩罚性赔偿解释》）等规定，

尤其是刑法和民法典同属部门法，

没有位阶关系。其次，二者内涵外

延不同。在众多解释方法中，文理

解释是具有决定性的方法之一。①在

文理解释中，首先要判断的是文字表

述。从内涵看，在刑事责任中，根据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污染环

境罪的入罪后果要件是“严重污染环

境”，而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适用

惩罚性赔偿的后果要件是“造成严重

后果”，两个后果要件的表述存在区

别。从外延看，《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解释》第1条明确了构成“严重污染

环境”的具体情形。而《生态环境惩

罚性赔偿解释》第8条并没有列举详

细的情形，二者的具体外延也存在差

别。再次，从解释技术看，似乎独立

性观点会违背法秩序统一原理，但通

说认为基于不同法域规范目的要求，

对相关概念的解释保持适度差异性并

不违背法秩序统一原理，②比如民法

中的正当防卫就不同于刑法中的正当

防卫，因此公益诉讼中“造成严重后

果”，不同于刑事部分对后果要件的

判断也具有合理性。第四，从属性观

点会导致惩罚丧失阶梯性。近几年检

察机关的行刑反向衔接探索，以及新

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旨在构建

轻重有序、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③

惩罚性赔偿是基础赔偿之上的倍数加

权，如果坚持从属性观点，认为适用

惩罚性赔偿以起诉结果为前提，就会

导致这样的情况：案件作出起诉决定

时，行为人将承担“罚金+罚款+惩罚

性赔偿（包含基础赔偿）”的三种责

任。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时，行为人

只需承担“罚款+基础赔偿”的两种

①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2页。

②李会彬：“法秩序统一视角下的刑民占有关系界定”，载《中外法学》2024年第5期。

③刘艳红：“行刑双向衔接机制的体系构建”，载《人民检察》2025年第8期；荆龙：“行刑有序衔接与‘出刑转行’——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

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探析”，载2025年12月25日《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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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行为人的责任承担降幅过陡，

缺乏合理衔接。反之，如果坚持独立

性观点，则可以形成“罚金+罚款+惩

罚性赔偿”（构罪起诉）→“罚款+

惩罚性赔偿”（酌定不起诉但造成严

重后果）→“罚款+基础赔偿”（酌

定不起诉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梯次

治理模式。

虽然刑事后果要件判断对公益诉

讼后果要件判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后者具有独立性，并不完全从属于

前者。本案中，虽然在刑事部分对甲

砖厂和徐某作酌定不起诉处理，但在

民事公益诉讼中，成都市是国务院批

复同意的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

甲砖厂作为重点排污单位，污染物排

放量大，对区域环境质量影响显著，

环境风险较高，属于生态环境部门重

点监管对象。其通过将CEMS“运行

档”调整为“维护档”的手段，避免

大气污染数据上传至生态环境部门的

监测系统，从而偷排超标颗粒物、二

氧化硫（SO2）、氮氧化合物（NOx）

等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其中，二

氧化硫是大气主要污染物之一，进入

空气后会形成酸雨，对河流水质、土

壤结构、树木生长、金属物件以及人

的身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该厂靠近

居民生活区，排放污染物超1个月，

经评估，其偷排大气污染物行为造成

生态环境损害22075.75元。因此，本

案属于造成严重后果，符合适用惩罚

性赔偿的结果条件。

二、主观要件：是否可以依据检

察机关酌定不诉决定书认定行为人具

有“故意”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第二个要件是

“故意”。根据《生态环境惩罚性赔

偿解释》第7条规定，因同一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行为，已被人民法院认

定构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应当

认定为具有故意，其内在法理在于生

效判决可以作为免证事由。本案中，

刑事部分作酌定不起诉决定，案件没

有起诉到法院，也就没有生效判决。

但酌定不起诉书认定被不起诉人“实

施了污染环境犯罪行为”，而通说认

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①

对此，能否据此认定行为人符合惩罚

性赔偿之“故意”要件，在办案过程

中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

为，可以直接认定为故意，理由是酌

定不起诉决定也是检察机关的司法决

定，其确定的内容和法院生效判决本

质上都具有终结性。另一种观点认

为，不可以直接认定为故意，理由是

不起诉决定和法院的有罪判决存在区

别。

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应当承

认，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决定不同

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如，酌定不

起诉决定不会产生犯罪记录，而法院

最轻的免予刑事处罚判决都会产生犯

罪记录，据此不能直接认为酌定不起

诉决定等同于法院裁判，但也不能否

认二者在本质上的相似性。首先，检

察机关也属于司法机关。尽管在理论

上，检察机关是否属于司法机关曾存

在争议，但现在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

关已是不争事实。《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

见》开篇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

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保障国家法

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在司

法机关这一定位上，检察机关和法院

是相同的。其次，酌定不起诉决定也

属于终结性司法决定。众所周知，法

院裁判具有终结性特征，②但检察机

关的酌定不起诉决定也具有这一特

征。酌定不起诉也是在全面审查犯罪

事实、情节、动机、目的、犯罪嫌疑

人态度等内容后作出的谨慎决定。③

一旦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就意味着

该案公诉程序终结，不会再进入后续

的审判程序，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应立

即释放，这一效果和法院的免予刑事

处罚判决相同，即“免除处罚是由人

民法院‘确定有罪’；酌定不起诉

是由检察机关‘宣告有罪’”。④再

次，法院的生效裁判也可能被纠正。

一个反对酌定不起诉决定具有终结性

的理由是，酌定不起诉决定可能被纠

正，如，“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发现

被不起诉人还有漏罪，不符合不起

诉条件，应撤销原不起诉决定径行起

①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

②陈瑞华：《司法体制改革导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③孙谦、陈国庆、万春、张建伟主编：《刑事检察业务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22年版，第258页。

④张明楷：“酌定不起诉与《刑法》第37条的关系”，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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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①在这个意义上，不起诉决定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理论上，法

院的生效裁判也可能因存在错误而被

审判监督程序纠正，如法院可以自行

纠正，检察机关也可以通过审判监督

抗诉程序纠正，但在纠正程序启动之

前，该判决的效力是确定的。同理，

在酌定不起诉决定纠正程序被启动之

前，也应被视为效力是确定的，其确

定的内容也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从立法规定看，三大诉讼法领域

的相关规定仅明确了法院生效判决确

定的内容可以作为免证事由，未规定

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决定可以作为

免证事由。但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

也同时明确了其他免证事由，留有一

定余地。一是明确“已为仲裁机构的

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和“已为有

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可以作为

免证事由，即仲裁机构和公证机构的

文书可以作为免证事由。在性质上，

仲裁机构属于非营利法人，公证机构

属于非营利证明机构，都不属于司法

机关。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当然解

释规则，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其

酌定不诉决定应该具有不低于仲裁裁

决和公证文书的公信力。二是“法律

规定推定的事实”可以作为免证事

由。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规

定，以及刑事诉讼法对酌定不起诉决

定的效力规定，为酌定不起诉决定提

供了社会公信力“背书”。换言之，

酌定不起诉决定确定的内容具有证据

能力和证明力，属于宪法、刑事诉讼

法等“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本案中，酌定不起诉决定书认定

行为人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故意”犯

罪，该决定书在公益诉讼中也可以直

接作为证据使用，用以认定行为人具

有“故意”，从而适用惩罚性赔偿。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不起诉决定仅

限于酌定不起诉决定。鉴于刑事诉讼

的最高证明标准，存疑不起诉决定

（包括客观存疑和主观存疑）不必然

推导出行为人在民事公益诉讼中也缺

乏故意。在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法定

不诉决定中，也不能推导出行为人缺

乏民事公益诉讼的故意。

三、责任主体：惩罚性赔偿对象

是否需与刑事责任对象保持一致

本案在刑事部分，认定了徐某构

成犯罪，同时认定了甲砖厂的单位犯

罪，并对两个主体作酌定不起诉决

定，而对公司法人杨某作存疑不起诉

决定。相应地，在民事公益诉讼中适

用惩罚性赔偿时，应将哪些主体作为

责任主体，在办案过程中也产生了两

种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应将甲

砖厂和徐某作为责任主体。理由是，

本案虽然不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但基本事实来源于刑事部分，基

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公益诉讼评价也

不应与刑事评价相冲突，刑事部分作

否定评价的主体，公益诉讼中也应作

否定评价。即责任主体应与刑事部分

保持一致，应起诉甲砖厂和徐某。另

一种观点认为，应只起诉甲砖厂。理

由是徐某的行为是职务侵权行为，应

由公司承担责任。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即本案不

属于共同侵权。在刑事部分，虽然评

价了单位甲砖厂和徐某两个主体，但

并非意味着二人构成共同犯罪。实际

上，单位犯罪只是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实行

“双罚制”，从犯罪意志看，单位意

志与个人意志之间，并非两个独立的

意志，而是个人意志服从于单位意

志，这不符合“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

罪”的共同犯罪要件。在公益诉讼部

分，徐某和公司之间也并非两个独立

的意志，单位员工和单位之间具有隶

属关系，单位是支配者，员工是被支

配者，双方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②

只有当员工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同于

单位的故意与重大过失时，才能否定

员工的隶属性，才意味着用人单位和

员工在从事侵权行为时是两个独立的

主体，才可能适用共同侵权。③本案

中，徐某是为了避免熄火停窑造成损

失才进行生态环境侵权行为，是为了

甲砖厂的利益，其意志与甲砖厂的意

志是重合的，因此不应由徐某承担相

应的侵权责任。

“两高”相关案例也是坚持这一

立场。在最高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

中，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检察院诉A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

①王锡友、郑岩、马骏、宋光恩、郑兴进：“三种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及对不起诉决定的监督与处理”，载《人民检察》2023年第18期。

②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074页。

③王成：“我国民法上侵权替代责任的反思与重构”，载《清华法学》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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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案（以下简称浮梁案）只起诉了A

公司，而该案刑事部分起诉了吴某等

6名自然人，并没有起诉A公司。①其

理由是，“A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甲

系经法定代表人授权处理废液，公司

也两次为其报销了产生的相关费用，

吴某甲污染环境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

行为，A公司应承担污染环境的侵权

责任”，②这说明该案并没有认定吴

某甲和A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在最高

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重庆市人

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

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

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裁判要

点指出，“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

负有确保其排污处理设备正常运行且

排放物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法

定义务，委托其他单位处理的，应当

对受托单位履行监管义务；明知受托

单位违法排污不予制止甚或提供便利

的，应当对环境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责

任”。③该案中，排污许可单位和受

托处理单位之间是两个独立的主体，

因此两个主体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

带责任。

综上，本案中徐某污染大气的侵

权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侵权责任应

该由甲砖厂承担，这亦即侵权法理论

中的替代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职务

侵权行为理论并不违背法秩序统一原

理，毕竟甲砖厂已经承担了公益诉讼

责任，说明公益诉讼责任并没有缺

位，只是责任主体范围区别于刑事责

任而已。其原因在于，刑事责任和公

益诉讼责任是不同的责任体系，责任

范围不一样，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代表

不能追究公益诉讼责任，追究刑事责

任也不代表必须追究公益诉讼责任，

二者是交叉关系而非包含关系。

四、基数确定：基于虚拟治理成

本法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是否适合作

为惩罚性赔偿基数

本案在刑事部分并未确定具体的

损害数额，因为损害数额并非污染环

境罪的必备构成要件。在公益诉讼办

理过程中，检察官积极开展调查核

实，委托相关评估鉴定机构对生态环

境损害作了计算，弥补了刑事部分的

不足。评估鉴定机构通过虚拟治理成

本法测算了生态环境损害。但在案件

办理过程中，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

能否以此作为基数存在两种不同观

点。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作为惩罚性

赔偿基数。理由是虚拟治理成本法已

广泛运用于大气污染等生态环境损害

费用计算，如果不以此作为基数，那

么就难以对涉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提起惩罚性赔偿，且也有学者持这一

观点。④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可以作

为惩罚性赔偿基数。理由有两个，一

是《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解释》明确

将基数确定为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

失，并非生态环境损害。二是虚拟治

理成本法在运用过程中已经有倍数加

权，再作为惩罚性赔偿基数会导致双

重责任。

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从概念

看，生态环境损害确实不同于生态服

务功能损失。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1

部分：总纲》(GB/T 39791.1-2020，以

下简称《技术指南总纲》)的规定，生

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系统造成环境空气、地表水、沉

积物、土壤、地下水、海水等环境要

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

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

系统的功能退化和服务减少。生态服

务功能损失是指，生态系统在维持生

命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过程中，为

人类与生物提供的各种惠益的减少，

通常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

服务和支持功能价值的减少。最高法

院的观点认为，只能以其中的生态环

境服务功能期间损失、永久性损失作

为基数。⑤从相关的典型案例看，两

者也有所区分。如，前述浮梁案中，

将费用区分为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环

境功能性损失费用、应急处置费用、

检测鉴定费四种，并只就环境功能性

损失费用57135.45元的3倍，主张惩罚

性赔偿171406.35元。但对二者进行严

①参见（2019）赣0222刑初54号。

②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检例第164号）。

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发布的指导性案例（高法指导案例130号）。

④秦天宝、 袁野阳光：“论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限制适用”，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⑤乔文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

赔偿的解释》答记者问”，载2022年1月14日《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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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区分也存在局限。

一是技术局限。不同于可以用

简便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的生态环

境损害，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

鉴 定 较 为 复 杂 ， 会 用 到 替 代 等 值

法、环境价值评估法等分析方法。

这些方法程序繁琐、费用高昂，鉴

定费可能远高于生态环境服务功能

损失本身，可能给被告造成不必要

的给付义务负担。且分析方法弹性

空间较大，精准性不足，相关鉴定

意见很难经得起质证，因此前述方

法实际运用不多。司法实践中，在

计算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时有不

同操作。有的采用折算法，以生态

环境损害作为基础，按一定比例折

算出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①有的

直接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

境 服 务 功 能 损 失 。 ②还 有 的 探 索 了

税费参照法，以合法生产经营应缴

的资源税、环保税等国家税费作为

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计算基础，再乘以

赔偿系数，确定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

失。③这些多元化的探索实践说明，

严格区分生态环境损害和生态环境服

务功能损失缺乏简便的技术支撑。

二是标准局限。要注意的是，

“国标”对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范围进

行了调整。2020年12月29日，生态环

境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技术指南总纲》等六项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对2014年的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

版）》（以下简称《推荐方法Ⅱ》）

进行了修改。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在

于，对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计算方法进

行了调整。在《推荐方法Ⅱ》中，生

态环境损害不包含期间损失，在计算

生态环境损害之外，还可能需要额

外计算期间损失。④而《技术指南总

纲》第8.1之d明确规定，“采用虚拟

治理成本法量化生态环境损害价值，

不再计算期间损害”，即生态环境损

害包含期间损失。这也能解释为什么

浮梁案中对生态环境修复费和期间损

失作了区分，因为该案发生于2018年

3月至7月，彼时《技术指南总纲》还

没有发布。

如果不做严格区分，则具有以下

合理性。一是范围更大并不必然意味

着数额更大。《技术指南总纲》下，

生态环境损害范围更大（包含期间损

失），是否意味着损害数额更大从而

适用惩罚赔偿必要性降低？其实并不

必然。原因在于，《推荐方法Ⅱ》下

的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公式中，调整

系数是直接设定的，如环境空气Ⅰ类

污染的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是5。而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基

础方法 第1部分：大气污染虚拟治理

成本法》（GB/T 39793.1-2020)下，调

整系数是考虑污染物危害系数、受体

敏感系数、环境功能系数、超标系数

等做多维系数组合的精细化调节，如

果污染发生在人烟稀少地区，该系数

可能远小于5。且可能存在修复费用

远小于期间损失的情况，因此《技术

指南总纲》下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完

全可能小于《推荐方法Ⅱ》下的生态

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惩罚性赔偿数额

可能更小。

二是补偿性责任不同于惩罚性责

任。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损害赔偿的一

种，与补偿性损害赔偿相对，是指原

告获得的实际损害赔偿金之外的损害

赔偿。⑤《推荐方法Ⅱ》《技术指南

总纲》都不考虑主观故意与过失的区

分，都是对客观损害的计算，都属于

补偿责任。即便依据《技术指南总

纲》测算的数额更大，也只是计算方

式更科学、损害数额更准确而已，并

不包含惩罚性因素，所谓的双重责任

也就无从谈起。

实际上，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五

条明确检察机关可以提出“（一）生态

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

能丧失导致的损失；（二）生态环境

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三）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

用；（四）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

费用；（五）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

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5种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请求，而《生态环境惩

罚性赔偿解释》将惩罚性赔偿基数限

定于其中的前两项，即生态环境服务

功能损失，其主要（下转第060页）

①参见（2018）苏民终1316号、（2016）苏民终1357号。

②参见（2017）浙0824民初3843号。

③宋学鹏、王莹、张莉：“为生态‘定价’ 为青绿‘护航’”，载2025年10月24日《法治日报》。

④司法部发布的《2021年度十大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指导案例》之“废液挥发致环境空气损害鉴定案”，载2022年6月6日《法治日报》。

⑤张新宝、李倩：“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4期。




